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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精英对

新政权的态度和行为选择
张 望

摘 要: 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在乡村社会的剧烈震动下，地方精英对新政权的态度相当复杂。一般而言，与原政权

距离较近，有劣迹的，对共产党不太了解的精英往往选择了与新政权对抗; 与原政权距离较远，文化素养较高，口碑

较好的精英则往往支持新政权。在他们的行为选择中，“生存原则”是一个重要的维度; 单纯的经济地位高低与是

否拥护新政权的政治态度之间，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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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

动。在这一变动中，新解放区县和县以下的乡村社

会的各阶层，特别是精英阶层对新政权的态度和行

为选择对理解新政权如何在新区巩固和当时社会

变动的实情都相当重要。目前这一研究基本还是

遵循传统的分析框架。①这一分析理论当然有自己

的解释力，但目前根据这一框架研究的成果，多数

似乎都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些历史事实( 如不少地主

富农支持新政权) 。而且对传统分析框架中的地主

富农阶层中支持或反抗新政权的都是哪些人，特点

如何也不甚明晰。基于此，本文尝试引入另一种分

析框架分析这一问题，以期从另一种视角对这段历

史进行解释。
这种分析框架主要借鉴了秦晖的“关中模式”

理论，即以地方精英掌握的权势和社会影响力种类

为依据，具体包括掌握政治权势，经济权势，社会权

势三种精英( 这也是一种尝试) ，分析掌握不同权

势的地方精英对新政权的态度和行为选择②。本

文所谓的地方精英，就是指在县和县以下社会中掌

握上述三种权势中一种或多种的人，亦即基层社会

的上层人物。

一 掌握政治权势的地方精英的态度和选择

掌握政治权势的地方精英主要是掌握新区基

层政权，及对其有较大影响的旧官吏和士绅，另有

部分国民党军官兵和匪首。他们中反对新政权的

人包括: 部分在当地有势力的地方豪族，有劣迹的

恶霸、官员、土匪，以及忠于旧政权的官兵。他们一

般也掌握了当地经济权势。如浙江海盐县反共武

装的主要头目汪耀，曾是当地县长。③湖南汉寿反

共骨干周克全，是当地的著名恶霸。④在建国初，他

们做出了以下行为选择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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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组织武装( 包括国民党军残部、土匪，旧

军警、地痞流氓) 对抗新政权。当时在西南地区仅

贵州桐梓一县就有土匪数千。① 这给新政权造成

了严重困难。
其次，支持、帮助对抗新政权的武装。其具体

表现为: 一是资助土匪，如四川( 今属重庆) 大足的

最大的权贵资助土匪枪数十支，弹药数箱。另有电

话机、大量金钱。还释放 300 名罪犯充实土匪力

量。② 二是与土匪暗通消息，故意将解放军带入土

匪埋伏圈或给土匪带路。或做土匪后援。如四川

大足一个旧乡长将解放军带入土匪埋伏圈，致使这

支解放军几乎全军覆没。③

再次，破坏新生基层政权，具体做法如下:

一是暗杀基层干部，积极分子和他们的亲属。
如湖北钟祥有的干部全家被杀。仅 1950 年 7 月干

部民兵就死伤 27 人。④

二是投毒放火，破坏交通，焚毁仓库，威胁农民

不要靠近新政权。在苏南嘉定，有人威胁农民说:

“你们过于积极了，国民党来了，看你有几个头”。⑤

在四川( 今属重庆) 江津，匪特暗中破坏，偷盗抢劫

焚毁仓库。⑥

三是制造政治谣言，引起恐慌。在苏南吴江有

人说:“美国在朝鲜一个星期打三个胜仗，打败了中

国，你们的头要保保牢”，“美国人快来了，共产党

要吃败仗”。⑦ 在湖南，有人造谣说:“红头( 指新政

权) 落白头( 指旧政权) 升，杀尽江南百万村”。还

有人威胁农民:“现在是你们的世界了，你要想想，

雨过还要天晴，你小心就是”。⑧

四是采取打进来，拉出去的办法，保证他们对

基层的实际控制。在四川南溪，不少基层组织实际

掌握在反抗新政权的原地方精英手中。⑨ 湖南城

步的基层政权不少也为原恶霸和他们的亲属掌

握。瑏瑠

五是抵制新政权各项工作。如建国初新政权

在新区最重要的工作———征粮就很难开展。此外，

他们对新政权在经济上也极力抵制。其在经济上

抵制新政权的手段和只掌握经济权势的精英的抵

制手段基本相同( 详后) 。
由于这些人对新政权造成了严重危害，因此新

政权对其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政策。新政权首先对

新区的各色反共武装坚决消灭，仅广东至 1950 年

底就歼灭土匪 15 万余人瑏瑡。在西南，大部分地区

1951 年初也基本肃清了土匪。瑏瑢 至 1952 年，新区

反抗新政权的武装被基本肃清。同时，新政权对这

些人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 ( 镇压反革命，土地改

革) 实行了镇压( 杀、关、管) 。其家属也被戴上“反

革命家属”的帽子，在各方面均受到严格管制和政

治歧视，在 1978 年前一直不得翻身。换句话说，在

建国初反抗新政权的精英在建国后不但原有的权

势彻底丧失，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保不住。在新的

社会结构中处于最底层状态。
建国初掌握政治权势的地方精英的另一部分，

则选择了逃亡。这种人的特点是: 他们多半做过官

或家中有子弟在外面念书或工作，对时局多少有所

了解，知道国民党败局已定，但又不情愿接受新政

权。因此选择逃亡。如四川有不少这样的精英( 包

括掌握政治经济两种权势的精英和只掌握经济权

势的精英) 逃到城里，这些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，

有劣迹的被抓回参加土改，无劣迹的则缴纳赔罚了

事。瑏瑣

这类精英的第三部分则选择了支持新政权。
他们的特点如下:

第一，深通交际之道，民众一般较拥戴他们。
如四川大足建国初支持新政权的原代理县长雷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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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有大足“外交部长”之称，颇得民众爱戴。①

第二，他们本人就是地下党员或为地下党工作，

或有参加或靠近共产党的子弟或亲友在外读书或工

作。他们在子弟亲友的影响下选择了支持新政权。
如江苏溧阳的官员周宗姬是地下党员。② 四川大足

也有官员被子女说服，暗中支持地下党。③

第三，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比较了解形势，

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，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新

中国成立初主动向新政权靠拢。如四川南部，有掌

握政治权势的精英( 部分人有劣迹) 建国初带头完

成征粮，认购公债，又主动交清赔罚，因而获得宽大

处理。④

这部分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新中国成立初

与当地地下党一道为新政权在当地立足做出了贡

献。具体表现是: 第一，暗中帮助地下党维持地方

治安，保管档案，听候接管。第二，营救被捕的地下

党员。第三，为解放军带路，帮助新政权熟悉当地

情况。第四，自己带头完成征粮任务，并参加土改

工作队，说服部分地主完成征粮并接受土改。第

五，劝说匪首、土匪放下武器。⑤

由于他们支持新政权，为新政权迅速在当地立

足作出了贡献。因此他们基本得到妥善安置，有劣

迹的一般也获得宽大处理。因为他们多半文化素

质较高或较熟悉地方情况，因此一般被安置在文

教、统战部门、政协或中小学工作。仍是新社会结

构中地位较高的阶层。

二 掌握经济权势的精英对新政权的态度和

行为选择

掌握经济权势的地方精英主要是指不掌握政

治权势的地主富农和工商业者。当然也有不少人

既是地主，也是工商业者。他们在建国之初发生了

剧烈分化，其对新政权的态度也各不相同。

部分精英选择了拥护新政权。他们具备以下

特点( 至少有其中之一) :

第一，多数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，且社会关系

一般较广，在民众中声望较高。如笔者在四川大足

访问的老先生黄平( 地主出身，家中无人做官) ，即

是当地高中毕业生。
第二，他们是当地的地下党员或靠近新政权。

在新区的地下党员中，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的并不

少见。如四川大足的地下党员中，不少是殷实家庭

子弟。⑥ 他们在建国初均主动支持新政权的土地

改革。并劝说自己的亲友支持新政权各项政策。
建国初的土改工作队及其他干部中，有不少出身地

主或富农家庭的干部，甚至机要工作中也有这种干

部。以四川的部分区县为例，这样的干部占干部总

数的 20%左右。⑦ 他们积极工作，为土改顺利进行

起了重要作用。
第三，他们有参加或靠近共产党的子弟或亲友

在外工作或求学。⑧ 他们在子弟亲友的劝说下选

择了支持新政权。
第四，他们知道土改是大势所趋，不想也不敢

反抗土改。例如湖南有地主说: “土改好，给我一

份，我决心以劳动维持生活。”⑨这种地主在各地都

有。
第五种类型比较特殊。主要是地主家庭有子

弟在政府或学校任职，地主为了保住子弟在政府或

学校的地位，也选择了支持新政权。瑏瑠

第六种情况是部分城居地主，因有其他职业，

不全靠地租生活，他们也知道新政权的政策并大力

支持。瑏瑡

这类精英的另一部分，则选择了抵制新政权。
具体做法如下:

首先，与反抗新政权的政治精英合流反抗新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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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。如在四川大足，有地主资助土匪枪支。① 此外，前

文所述对新生基层政权的破坏中也有他们的影子。
其次，在经济上抵制新政权。做法包括:

一是出卖、分散、隐藏甚至破坏财产。如苏南

无锡有地主以每亩 2 ～ 3 斗米的价格出售土地，有

的甚至赠送土地。还有地主不愿把财产分给农民，

把家具农具烧毁，砍伐竹木，拆楼板出售。有的地

主不情愿分田，故意在田中播撒刺激性肥料，使土

地本年丰收，来年土地变硬使作物不易生长，农民

难以耕作。②

二是消极抵制。具体做法包括:

首先，软磨硬泡。如四川有地主宣称“要钱没

有，要命一条”。有的地主装疯耍赖，在斗争会上装

死。③ 其次，装穷叫苦。广东有地主白天讨饭，晚

上大吃大喝。④ 第三，采取“拖字诀”和瞒报少报财

产，斗争时满口答应缴纳赔罚但实际并不缴纳。每

次去催征软硬不吃。在四川万源有地主“死拖硬

赖”和瞒报少报的现象。⑤

再次，贿赂、拉拢干部和农民，这种情况在各地

都非常普遍。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: 一是利用物

质拉拢。苏南太仓一地主请吃请喝，对干部群众

说:“你们是否可以替我宣传宣传，证明我有劳动

力”。⑥ 在四川大足的香山乡地主则买通原佃户替

他打听消息。⑦ 二是利用女色和结亲引诱。在苏

南的溧阳有地主要妻女拉拢干部，使用美人计。⑧

四川南溪有地主把女儿或媳妇嫁给干部，从而避免

遭受打击。⑨ 此外，四川大足有地主把自家儿女抱

给无子女的农民做子女。瑏瑠

但是这些掌握经济权势的精英最后大多数还

是接受了土改。其原因如下:

第一，“生存第一”观念的作用。土改中虽有

过激现象，但在遭到严厉批评后都迅速予以纠正，

取而代之的是寻找劣迹，搞清地主财产的底细，在

斗争会上让地主无话可说。并斗争了一些抵制土

改的地主，宽大了一些守法的地主。瑏瑡 因此，地主

在无选择的状态下接受了土改。
第二，收买干部群众的方法并不奏效。分散在

佃户或亲属家中的财产多数在干部的发动下被报

出。瑏瑢 行贿多数时候也不奏效。加上新政权对自

己生存的保证。因此地主只能选择在保证生存的

前提下服从土改，这也是最明智的选择。
第三，原地下党员和当地倾向新政权的开明人

士对地主的说服工作。如前文所述的黄老先生就

是一例。
应当指出，他们是在社会环境、思想观念、亲友

说服的多重因素作用下才接受新政权的。他们个

人的境遇也不尽相同。他们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

经常要被点名，但在生活上与普通农民差别不大。
而且有解除政治压力，与农民身份相近的机会。瑏瑣

虽然如此，他们仍旧处于新社会阶层中的底层，只

是比恶霸，反抗新政权的精英好一点。

三 掌握社会权势的地方精英对新政权的态

度和行为选择

建国前掌握社会权势的地方精英主要是指当

地拥有声望的社会人士。在建国初，他们的分化情

况如下:

部分掌握社会和文化权势的地方精英选择了

支持新政权。他们有这样一些特点:

首先，他们或在民众中的口碑颇好。如四川大

足的名医黄克用，就在当地口碑甚佳。瑏瑤 湖南东安

的文巍林，在当地也是声名颇著。瑏瑥

其次，他们颇受民族文化熏陶，多有较强的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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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救民思想。且多半对共产党有所了解或对国民

党不满，甚至是早期共产党员( 他们后来脱离党组

织多半是因为组织被打散造成通讯断绝而同党组

织失去联系) 。四川大足的王风是典型的例子。他

在建国前作的大足中学校歌中就有“为民众，扶农

工，鞠躬尽瘁，求世界大同”①这样的语句。这样的

地方名流在各地都不少见。
还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，主要是原共产党领导

的抗日根据地内在抗战时支持过共产党的地方名

流。如江苏南通的名流于敬之在抗战时积极支持

共产党，被苏中根据地政府誉为“苏中八老”，建国

初他又积极支持新政权各项政策。②

他们在建国初选择了支持新政权，为新政权在

新区站稳脚跟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如前述王风在建

国后各项政治活动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他们

对新政权的态度带动了一大批持观望态度的原精

英和民众选择全力支持新政权。从而为新政权在

当地迅速站稳脚跟起了重大作用。因此，他们一般

被安排在政府部门或学校任职，在建国后仍是地方

社会高层。
另一部分人则选择了与新政权对抗。这样的

精英主要是一些会道门的道首、骨干。这些会道门

有三个重要的特点，一是和各种政治势力有千丝万

缕的联系。二是这些会道门在历史上往往有不光

彩的记录。三是这些会道门的道首利用民众的宗

教求索心理，有不少劣迹( 特别是借教敛钱，奸淫妇

女) 。这其中遍及全国的一贯道是典型的例子。
他们在建国初做出了以下选择:

首先是用宣传手段破坏新政权。很多政治性

谣言是他们制造的。如说土地改革是“人间地狱因

果循环，报应昭彰，退得金银也无用，分得果实不正

当，大劫到来，身外之物难保全”，“道亲不要贪心，

将来财产无多用，何必讨人怨恨，土改分田干啥，道

明田土种不完”。③ 这给新政权的各项工作带来了

很大障碍。
其次是联合国民党败兵、土匪及反对新政权的

地方势力反抗新政权。许多道首参加土匪，有的甚

至占据高位，并将部分道徒裹挟为匪。宣称要“打

共匪，去蛮兵，打出东洋四海才太平”。此外，这些

会道门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，为恶霸地主、国民党

特务，旧军警宪兵分子提供保护。给新政权立足带

来了很大困难。此外还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造谣

和泄愤。使新区一度人心惶惶。④

新政权对这批人采取的态度是坚决斗争。⑤

除了对明目张胆破坏的道首坚决打击外，还着力宣

传，告诉人们认清这些会道门对道徒的欺骗手法。
在建国初的政治风暴下，有劣迹的道首或杀或关，

没有或少有劣迹的道首被登记，道徒则纷纷退道。
道首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。道徒则依据阶

级成分确立了他们的地位。
综上所述，可见: 第一，不管哪类地方精英，都

有支持新政权和反对新政权的人存在。并不是所

有的地方精英都反对新政权。第二，原来掌握政治

权势和受其“保护”较多的人，特别是有劣迹的人

不愿接受新政权，反之则多半最终支持新政权。在

民众中口碑较好的精英多半选择支持新政权，反之

则反对新政权。与旧政权距离越近，对旧政权越满

意的精英，多半不愿支持新政权，反之，则多半拥护

新政权。第三，一般说来，掌握政治权势和经济权

势的精英多半反对新政权，掌握政治和社会权势的

地方精英多半支持新政权( 会道门除外) 。第四，

掌握政治和经济两种权势的精英基本是从政治和

经济两方面反抗新政权，只掌握经济权势的精英除

了部分和反抗新政权的政治精英合流外，主要是在

经济上抵制新政权。第五，“生存第一”是精英们

选择支持新政权与否的重要因素，甚至是最重要的

因素。应当说，经济水平高低与是否支持新政权的

关系，主要体现在新政权确立的社会关系使原精英

能否生存上。建国初新区地方精英反抗的原因很

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新政权下他们无法生存。第六，

对地方精英而言，文化水平的高低和是否外出读书

或工作，或是否有子弟亲友在外工作读书———这在

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对新政权是否有所了解，也是

其是否选择支持新政权的重要因素。

( 责任编辑:唐昌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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